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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对女性生育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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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 ＣＧＳＳ 数据实证研究了高等教育对女性生育水平的影响机制。 结果表明：女性

接受高等教育能够显著抑制其生育水平，这种影响随学历层次的提高而增大且随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减

弱，同时存在工作性质、户籍类型和区域差异。 机制分析显示，高等教育还会通过机会成本效应和性别

认同效应降低女性的生育水平，且前者远大于后者，说明高学历女性生育水平低主要源于机会成本较高

而进行的被动选择，对此，应从发展托幼服务业、引导企业健全相关制度、呼吁男性参与家庭劳动等方面

入手鼓励女性提高生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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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尽管我国生育政策一再放开，但结果却收效甚微。 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低与生育行为不积极普遍存在，对
于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女性群体尤为明显。 现有文献主要从经济发展（周长洪，２０１５）、社会保障（王天宇和

彭晓博，２０１５）、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梁同贵，２０１７；侯慧丽，２０１７）、社会性别角色与婚育观念（陈秀红，２０１７；
陈佳鞠、翟振武，２０１６）等宏观视角，以及家庭经济收入（李子联，２０１６；靳永爱等，２０１５）、生育成本（杨华磊、
胡浩钰，２０１９；靳永爱等，２０１６）、劳动参与（顾和军、吕林杰，２０１５）、代际传递（曹立斌、石智雷，２０１７）等微观

视角来阐述这种现象。
而教育作为影响个体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在国内外的研究中受到较多关注，默丁（Ｍｕｒｔｉｎ）等（２０１３）通

过 ＧＭＭ 估计发现小学教育对生育率有显著负向影响；斯波劳雷和瓦齐亚格（ Ｓｐｏｌａｏｒｅ ａｎｄ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等

（２０１９）在研究 １８３０ － １９７０ 年欧洲生育率下降中高等教育发挥了决定性因素；戈尔丁（Ｇｏｌｄｉｎ，２０１６）和黄格

（Ｈｗａｎｇ，２０１６）指出经济增长和传统性别观念转变不协调是造成亚洲发达国家高学历女性生育率低的主要

原因。 福特等（Ｆｏｒ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利用英国和欧洲大陆在 １９３６ － １９７５ 年实施的义务教育改革来研究教育和

生育率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在英国教育与生育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在欧洲大陆这一结果确没有得

到证实。
国内的研究文献普遍得出教育对生育的影响是负向的，如张抗私和谷晶双（２０２０）、周晓蒙（２０１８）、

田立法等（２０１７）、王良健等（２０１５）、侯佳伟等（２０１４）。 最近也有研究发现教育与生育意愿存在正相关，
如梁土坤（２０１８）指出受教育水平提高会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赵梦晗（２０１９）发现受教育程度

较高的女性以及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都较高的家庭二孩生育意愿更强烈；而张樨樨和崔玉倩（２０２０）的研

究表明，尽管受教育程度对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也会阻碍女性生育意愿的

转化。
鲜有文献探讨为什么接受教育会使生育数量减少，仅刘章生等（２０１８）论证教育主要通过“收入 － 成本”

和“文化 －认知”两条渠道对作用于二孩生育意愿，并使用 ＣＧＳＳ（２０１３）数据证明后者是二孩生育意愿下降

主要原因；杨振宇和张程（２０１８）将偏好效应和机会成本效应纳入效用函数模型，阐述教育对婚育的影响机

制，并利用第二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证明教育将显著延长个体初婚等待时间，同时降低生育数量。
由此可见，当前文献缺乏关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女性生育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也鲜见于衡量影

响路径的贡献度。 那么，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究竟是出于主观意愿的不想生？ 还是迫于生育成本太高而

不能生？ 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在少子老龄化以及劳动力供给短缺背景下，研究教育是以何种机制和途径

影响女性的生育水平，以及哪种机制发挥更大作用，有助于更好地安排生育政策和社会制度，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
对此，本文利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四次调研数据，实证研究教育对生育的影响机

制。 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拓展：一是从理论上阐述教育对生育水平的影响机制和作用途径；二是从整体、
区域、户籍类型和工作性质四个维度实证检验教育对生育水平的异质性影响；三是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

验了教育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路径，测算并分析比较各类影响路径中介效应的大小。 研究目的在于剖析具有

高等教育学历的女性生育水平低的成因，从而为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制定提供数理依据。
２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２． １　 高等教育对生育水平的直接影响

首先，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会增加其择偶匹配难度。 在传统择偶观念中，女性倾向于选择与更加优秀的男

性结婚，在婚姻市场中，高学历女性往往选择与不低于自己学历水平的男性相匹配（沈新凤，２０１１）。 然而，
教育水平越高的群体人口规模越小，这就使得高学历女性择偶的范围愈加缩小，因而，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

女性在婚姻市场中搜寻时间更长、匹配难度也更大。
其次，接受高等教育会挤占择偶和生育时间（Ｂｌａ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根据中国的学制状况，个体完成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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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通常是在法定婚龄年龄之后。 为了完成学业，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在读期间通常不会在婚姻市场上投

入与未接受高等教育者相同的时间和精力，她们会推迟婚育年龄（宋健、范文婷，２０１７），故与同龄人相比，
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女性生育时间更迟。 而囿于先天的身体和生理因素，女性存在着最佳生育年龄（一
般认为是在 ２３ － ３０ 周岁），年龄越大生育的困难和风险也越大，因此，为了自身和子女的身心健康，具有

高等教育学历的女性往往会在毕业后选择尽快生育。 是故，本文推断，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与初、中学历

层次的生育水平差异会有所减少。 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对女性生育水平的影响将随其年龄的增长而有所

减弱。
综上，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１ 和 ２。
假设 １：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能够直接抑制其生育水平。
假设 ２：高等教育与中等及以下学历的女性相比，生育水平的差异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２． ２　 高等教育对生育水平的间接影响

高等教育除了直接对生育水平发挥抑制作用，还通过提高机会成本和促进性别认同观念现代化的途径

对生育水平产生负效应。
２． ２． １　 机会成本效应

高等教育能够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在劳动力市场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由于具备较好的文化素质和专

业技能更有可能获得较好的工作机会和较高的劳动报酬。 而生育和抚育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女性

的生理结构与性格特征决定其在这一过程中要分担得更多，进而挤占其在工作上的投入，造成薪酬收入、职
位晋升等方面的损失，甚至导致失业（刘金菊，２０２０）。 这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面临着更高的机

会成本，因此会减少生育数量。
２． ２． ２　 性别认同效应

性别认同观念的形成依赖后天的学习和生活经历，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拥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自我

发展的意识和自主的人生目标（刘爱玉、佟新，２０１４），渴望在社会中实现人生价值，这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认

同观念。 在现代性别认同观念影响下，高学历女性更愿意投入到事业中，追求更丰富的生活，而不愿在生育

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张品，２００９）；同时，高学历女性的独立意识也使得她们不再认为个人需要依靠家

庭和生育来生存和实现价值，摆脱了传统的婚育观念影响（刘章生等，２０１８）。 因此，高学历女性为了追求自

身价值而主动减少生育数量。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３ 和 ４。
假设 ３：高等教育会通过提高女性的劳动收入而使生育的机会成本增加，进而降低生育水平。
假设 ４：高等教育会促进女性性别认同观念的现代化，进而抑制生育水平。

３　 数据、变量与模型

３． １　 数据与变量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数据。 结合研究需要，选取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四次调查数据进

行研究。 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选取 １６ － ４９ 周岁的育龄女性样本，考虑到高学历女性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

为增强样本可比性与研究结论可靠性剔除生活在农村的样本；同时，考虑样本的就业能力，剔除在校学习、丧
失劳动能力的样本；此外，将受访时回答“不知道”“不适用”或观测值缺失的样本加以剔除，最终得到符合要

求的样本数量为 ５７６５ 个。
被解释变量生育水平，用个体生育数量衡量，根据受访样本对问卷 Ａ６８“您有几个子女？”的回答得到，

将生育数划分为 ０ 个、１ 个、２ 个和 ３ 个及以上。
中介变量之一———机会成本，使用劳动收入来衡量生育的机会成本，根据受访者对问卷 Ａ８ｂ“您个人去

年全年的职业 ／劳动收入是多少”的回答得到，将收入划分为“１００００ 元以下”、“１０００１ － ５００００ 元”、“５０００１ －
１０００００ 元”、“１０００００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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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变量之二———性别认同观念，根据问卷 Ａ４２ 量表中对“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的回

答来反映受访者的性别认同观念，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分别赋值 １ － ５，数值越大说明个体性别

观念越现代、追求男女平等思想越强烈，数值越小说明个体性别观念越传统、对“男主外、女主内”思想越

认同。
解释变量———高等教育，根据受访者对 Ａ７ａ“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的回答得到，以“高中（职业高

中、普通高中和中专）及以下”作为参照变量，设置“大学专科（以下简称“大专”）”、“大学本科（以下简称“本
科”）”、“研究生（硕士和博士）”３ 个虚拟变量。

表 １　 变量基本情况

变量 赋值 均值（占比）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生育数量 ０ 个 ＝ ０，１ 个 ＝ １，２ 个 ＝ ２，３ 个及以上 ＝ ３ １． ０６８ ０． ７４０
解释变量

　 大学专科 高中及以下 ＝ ０，大专 ＝ １ １５． ９％ ０． ３６５
　 大学本科 高中及以下 ＝ ０，本科 ＝ １ １８． ２％ ０． ３８６
　 研究生 高中及以下 ＝ ０，研究生 ＝ １ ２． ５％ ０． １５６
中介变量

　 劳动收入 ０ － １００００ 元 ／年 ＝ １，
１０００１ － ５００００ 元 ／年 ＝ ２，
５０００１ － １０００００ 元 ／年 ＝ ３，
１０００００ 元以上 ／年 ＝ ４

３５． ７％
４８． ７％
１２． ３％
３． ３％

０． ７６６

　 性别认同观念 完全同意 ＝ １，比较同意 ＝ ２，无所谓同意不同
意 ＝ ３，比较不同意 ＝ ４，完全不同意 ＝ ５ ３． ０９２ １． ２６９

控制变量

　 年龄 受访年份与出生年份之差 ３６． ００７ ８． ２１８
　 民族 汉族 ＝ １，其他 ＝ ０ ０． ９３４ ０． ２４５
　 婚姻状况 未婚 ＝ ０，其他 ＝ １ ０． ８７４ ０． ３３２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 １，其他 ＝ ０ ０． ０８５ ０． ２７８
　 户籍类型 农村户籍 ＝ １，城市户籍 ＝ ０ ０． ３６９ ０． ４８３
　 宗教信仰 有宗教信仰 ＝ １，无宗教信仰 ＝ ０ ０． １１５ ０． ３１９
　 自评健康 很不健康 ＝ １，比较不健康 ＝ ２，一般 ＝ ３，比较

健康 ＝ ４，很健康 ＝ ５ ３． ９６２ ０． ８８１

　 住房性质 房屋自有 ＝ １，其他 ＝ ０ ０． ３０９ ０． ４６２
　 工作性质 体制内 ＝ １，体制外 ＝ ０ ０． ０３８ ０． １９１
　 家庭经济水平 远低于平均水平 ＝ １

低于平均水平 ＝ ２
平均水平 ＝ ３
高于平均水平 ＝ ４
远高于平均水平 ＝ ５

４． １％
３０． ４％
５６． ８％
８． ４％
０． ３％

０． ６９０

　 　 注：将就业单位属于国有或国有控股、集体所有或集体控股、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划分
为体制内，将私有 ／民营或民营控股、港澳台资或港澳台资控股、外资或外资控股以及自雇划
分为体制外。

控制变量选取人口

学特征变量（年龄、民族、
婚姻状况、户籍类型、宗
教信仰、政治面貌、自评

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变

量（住房性质、工作性质、
家庭经济水平）。 此外，
加入年份虚拟变量，由于

我国分别从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开始实施单独二

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生育

政策的调整可能会释放

一部分女性的生育潜力，
因此，本文以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作为参照，分别设置

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１７ 年两个年份

虚拟变量。
各变量基本情况如

表 １ 所示。 由于被解释

变量、解释变量和中介变

量的类型均为多元分类

数据，且具有可排序特

征，因而本文采用有序多

分类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进行

分析。
３． ２　 描述性分析

表 ２ 列示了样本生

育数量分布情况。 从中

可以看出，（１）不生育现

象随着学历的提高而增

多，其中，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群体中生育 ０ 个孩子的比例高达 ３９． ５４％和 ４８． ２５％ ，远高于高中及以下学历群

体 １１． ２４％的水平；（２）生育 １ 个孩子的情况普遍存在，且随学历的提高而有所减少，其中，本科和研究生学

历群体中生育 １ 个孩子的比例分别为 ５３． ３３％和 ４５． ４５％ ，低于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 ５６． ０３％的水平；（３）生
育 ２ 个孩子的情况随学历的提高而明显减少，其中，本科和研究生群体中生育 ２ 个孩子的比例仅为 ６．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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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发展　 ２０２２ 年　 第 ６ 期

和 ５． ５９％ ，远低于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 ２７． ２８％的水平；（４）生育 ３ 个及以上的并不多见，仅高中及以下学历

群体中有 ５． ４４％选择生育 ３ 孩，其他学历群体中该比例不足 １％ ；（５）整体上，样本中生育 １ 个孩子的比例最

高达 ５５． ６１％ ，生育 ０ 个和 ２ 个孩子的比例“平分秋色”分别为 ２０． ５９％和 ２０． １７％ ，生育 ３ 个及以上比例最小

仅为 ３． ６３％ 。
　

表 ２　 样本生育数量的分布（％ ）
生育数量 高中及以下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总体

０ 个 １１． ２４ ３１． ８０ ３９． ５４ ４８． ２５ ２０． ５９
１ 个 ５６． ０３ ５８． １４ ５３． ３３ ４５． ４５ ５５． ６１
２ 个 ２７． ２８ ９． ６２ ６． ６５ ５． ５９ ２０． １７
３ 个及以上 ５． ４４ ０． ４４ ０． ４８ ０． ７１ ３． ６３

表 ３　 不同年龄段和学历层次上样本的生育数量（个）
年龄段 高中及以下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总体

１５ － ２９ ０． ６８ ０． ３６ ０． ２１ ０． １５ ０． ３５
３０ － ３９ １． ３７ １． ０２ ０． ９２ ０． ７９ １． ０３
４０ － ４９ １． ４２ １． ０５ １． ０８ １． ００ １． １４
平均水平 １． ２７ ０． ７９ ０． ６８ ０． ５９ １． ０７

表 ３ 列示了不同年龄段和学

历层次上样本的生育数量。 从中

可以看出：（１）总体上，随着年龄

的增长，平均生育数量会增大，在
１５ － ２９ 岁、３０ － ３９ 岁、４０ － ４９ 岁

年龄段上，总体样本的生育数量

分别为 ０． ３５ 个、１． ０３ 个、１． １４
个；（２）个体的生育数量随学历

水平的提高而明显降低，高中及

以下、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群

体的平均生育数量分别为 １． ２７
个、０． ７９ 个、０． ６８ 个和 ０． ５９ 个；
（３）各学历群体之间生育数量的

差异随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减小，其中，对于具有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女性与高中及以下群体的这种差异尤为

明显。 在 ４０ － ４９ 岁具有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女性的生育数量比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分别少 ０． ３４ 个和

０. ４２ 个，而在 １５ － ２９ 岁和 ３０ － ３９ 岁这两个年龄段上，生育数量差异分别为 ０． ４７ 个和 ０． ５３ 个、０． ４５ 个

和 ０． ５８ 个。

图 １　 学历与劳动收入、性别认同的关系

图 １ 显示了学历与劳动收

入、性别认同具有较强的正相

关关系。 平均而言，随着学历

水平的提高，劳动收入与性别

认同观念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其中，具有高等教育（大专及

以上）学历的女性劳动收入和

现代化性别认同观念要高于高

中及以下学历群体；研究生学

历群体的劳动收入和现代性别

认同观念明显高于其他学历

群体。
图 ２ 显示了生育数量与劳

动收入、性别认同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关系。 平均而言，随着劳动收入与现代化性别认同观念的增长，生
育数量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其中，未生育的女性群体劳动收入和现代性别认同观念远高于已生育女性群体；
相对而言，在已生育女性群体中，劳动收入和性别认同观念的变动幅度较小。
３． ３　 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高等教育对女性生育数量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基准回归方程：

　 　 　 　 　 　 ｆｅｒｉ ＝ α０ ＋ α１ｅｄｕｉ ＋ ∑α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 ∑α ｊｙｅａｒｉ ＋ ∑αｌｐｒｏｉ ＋ ε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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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生育数量与劳动收入、性别认同的关系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ｆｅｒｉ 为

生育数量，解释变量 ｅｄｕｉ 为高

等教育，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为控制变量，
同时，引入年份和省份变量

（ｙｅａｒｉ、ｐｒｏｉ ） 以控制时间效应

和地区特征。
为了判断高等教育对女性

生育数量的影响是否会随其年

龄的增长而有所减弱，本文在

模型（１）的基础上构建高等教

育与年龄的交互项，具体如模

型（２）所示：

　 　 ｆｅｒｉ ＝ η０ ＋ η１ｅｄｕｉ ＋ η２ｅｄｕｉ∗ａｇｅｉ ＋ ∑η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 ∑η ｊｙｅａｒｉ ＋ ∑ηｌｐｒｏｉ ＋ ξｉ （２）

为了检验劳动收入和性别认同观念是否在高等教育和生育数量之间起到了中介传导效应，本文在模型

（１）的基础上使用中介效应的方法构建递归方程，具体形式如模型（３）和（４）所示：

　 　 　 　 　 　 ｍｅｄｉ ＝ β０ ＋ β１ｅｄｕｉ ＋ ∑β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 ∑α ｊｙｅａｒｉ ＋ ∑αｌｐｒｏｉ ＋ μｉ （３）

　 　 　 ｆｅｒｉ ＝ γ０ ＋ γ１ｅｄｕｉ ＋ γ２ｍｅｄｉ ＋ ∑γ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 ∑γ ｊｙｅａｒｉ ＋ ∑γｌｐｒｏｉ ＋ ωｉ （４）

其中，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仍为生育数量 ｆｅｒｉ 和高等教育 ｅｄｕｉ，中介变量 ｍｅｄｉ 为劳动收入和性别认

同观念，同时，加入控制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 和年份和省份变量（ｙｅａｒｉ、ｐｒｏｉ）虚拟变量。
中介效应检验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对模型（１）进行回归，研究在不包含中介变量的情况下，受教育程

度对女性生育数影响的总体效应 α１；第二步，对模型（３）进行回归，研究受教育程度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β１；
第三步，对在模型（１）的基础上引入中介变量的模型（４）进行回归，检验教育对女性生育数量的直接效应

（γ１）和通过中介变量传导的间接效应（γ２）。 如果回归结果显示 α１ 显著，说明教育对女性生育数量的总体

效应存在；如果 β１ 和 γ２ 都显著表明存在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如果 γ１ 显著，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如果

γ１ 不显著则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 （１ － γ１ ／ α１） 。
由于模型（１） － （４）中被解释变量均为有序多分类变量，因此，本文使用有序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经验检验，使

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为 ｓｔａｔａ１４． ０。
４　 模型回归结果

４． １　 回归结果分析

表 ４ 列示了模型（１）和（２）的参数估计结果。 列（１） － （２）考察了核心解释变量高等教育对女性生育数

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对生育数量的影响均为负，同时，系数

的绝对值依次增大。 加入人口学特征变量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后，估计系数的符号及显著性水平未发生实

质性变化，说明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由此可见，高等教育显著抑制了女性的生育水平，且这种抑制

作用随学历层次的提高而增强，假设 １ 得到验证。
列（３） － （４）考察了在引入学历与年龄交互项后，高等教育对女性生育数量的影响。 结果显示，大专、本

科和研究生学历对生育数量的影响仍在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为负；同时，交互项的系数为正值，说明随着

女性年龄的增长，高等教育对其生育数量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 在引入控制变量后，本科和研究生学历与年

龄的交互项均在 １％显著水平上为正，且后者的影响系数更大，这表明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生育数量与高

中及以下学历的女性的差异随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减小，且随学历层次的提高这种差异减小的幅度增大，假设

２ 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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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大专
－ １． ２７３∗∗∗

（ － １６． ７１）
－ ０． ６９２∗∗∗

（ － ７． ６９）
－ ６． ０５８∗∗∗

（ － ２２． ４１）
－ １． ２４５∗∗∗

（ － ３． １７）

本科
－ １． ５７８∗∗∗

（ － ２０． ９９）
－ ０． ９７７∗∗∗

（ － １０． ３９）
－ ７． ８７１∗∗∗

（ － ２８． ０３）
－ ３． １６８∗∗∗

（ － ７． ９３）

研究生
－ １． ７６９∗∗∗

（ － ９． ８１）
－ １． １８５∗∗∗

（ － ５． ４０）
－ ８． １５０∗∗∗

（ － １０． ６８）
－ ３． ８１２∗∗∗

（ － ３． ９６）

大专∗年龄
０． １３７∗∗∗

（１９． ７６）
０． ０１５
（１． ４６）

本科∗年龄
０． １８６∗∗∗

（２４． １９）
０． ０６４∗∗∗

（５． ９１）

研究生∗年龄
０． １８９∗∗∗

（８． ４９）
０． ０７８∗∗∗

（２． ８２）

年龄
１． ０２４∗∗∗

（２４． ００）
０． ９８９∗∗∗

（２３． １７）

年龄的平方
－ ０． ０１２∗∗∗

（ － ２１． ６５）
－ ０． ０１２∗∗∗

（ － ２１． １９）

婚姻状况
１． ９２９∗∗∗

（１３． ６９）
１． ９３２∗∗∗

（１３． ３５）

农村户籍
０． ９９５∗∗∗

（１４． ０２）
０． ９９３∗∗∗

（１３． ９８）

党员
－ ０． ０７６

（ － ０． ７４）
－ ０． １２９

（ － １． ２５）

民族
－ ０． ０４１∗∗∗

（ － ０． ３２）
－ ０． ０３３

（ － ０． ２５）

宗教信仰
０． ３０３∗∗∗

（２． ９５）
０． ３０６∗∗∗

（２． ９７）

自评健康
０． ０１８
（０． ５３）

０． ０２０
（０． ５７）

住房性质
０． ００８
（０． １３）

－ ０． ０１６
（ － ０． ２５）

工作性质
０． １７４
（１． １０）

０． ２０５
（１． ２９）

家庭经济水平
０． ０１５
（０． ３１）

－ ０． ０１０
（ － ０． ２１）

２０１５ 年
０． ０３９
（０． ６０）

０． ０４８
（０． ６９）

０． ０４８
（０． ７２）

０． ０５２
（０． ７４）

２０１７ 年
０． １７２∗∗∗

（２． ７８）
０． ２０８∗∗∗

（０． ７０）
０． ２０４∗∗∗

（３． ２０）
０． ２１９∗∗∗

（３． １２）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９９ ０． ３０３ ０． １６０ ０． ３０６
观测值 ５７６５ ５７６５ ５７６５ ５７６５

　 　 注：①∗∗∗、∗∗、∗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为 ｚ 统计值。

　 　 在控制变量中，在 １％ 的显

著性水平上，年龄系数为 ０． ９８９，
年龄平方的系数为 － ０． ０１２，峰值

出现在 ４１ 岁，说明女性在 ４２ 岁

以后生育的可能性极低。 此外，
婚姻状况、户籍类型和宗教信仰

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

为正，２０１７ 年的年份虚拟变量的

估计系数也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

正，说明人口政策的放宽使女性

的生育潜力得到有效释放。
４． ２　 异质性分析

中国地域广袤，区域经济发

展和地区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同
时，不同户籍类型和工作性质也

存在明显的二元分割。 由于总体

样本检验可能掩盖区域、户籍类

型和工作性质等方面的特征，因
此本文针对工作性质、区域和户

籍类型进一步考察高等教育对女

性生育数量的异质性影响。
由于我国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开始实施单独二孩和全

面二孩政策，考虑到生育政策的

放宽所释放的部分女性的生育潜

力也可能存在异质性，又因为在

前面基准回归的结果显示，人口

政策调整的效果仅在 ２０１７ 年才

有所显现，因此，本文在实证分析

中进一步引入高等教育与 ２０１７
年的交互项。
４． ２． １　 工作性质异质性

将样本根据工作单位性质划

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分别进行估

计，结果如表 ５ 所示。 体制外样

本中的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学历

对其生育数量的影响均存在 １％
显著水平为负，而在体制内样本中，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各层次高等教育对生育数量均不存在显著影响。
说明在体制内就业的女性生育水平不存在明显的学历差异；而对于体制外的女性而言，接受高等教育会抑制

生育。 这可能是因为，体制内的工作环境更加友好，不仅具有良好的工作稳定性，还拥有完整的法定休假、托
幼服务等优厚的福利待遇，因而相较于体制外，体制内就业的女性生育成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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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工作性质与户籍类型异质性回归结果

体制内 体制外 城市 农村

大专
４． ５１７∗

（１． ８８）
－ １． ３７２∗∗∗

（ － ３． ４２）
－ １． ２１７∗∗

（ － ２． １９）
－ ０． ９４０

（ － １． ３３）

本科
５． ２４１∗

（１． ８６）
－ ３． １１２∗∗∗

（ － ７． ４６）
－ ２． ８６０∗∗∗

（ － ５． ２７）
－ ３． ６５４∗∗∗

（ － ２． ８２）

研究生
－ ３． ６９６∗∗∗

（ － ３． ８０）
－ ４． ０８５∗∗∗

（ － ３． ７９）

大专∗年龄
－ ０． １１５∗

（ － １． ８４）
０． ０１８∗

（１． ７６）
０． ０１５
（１． ０７）

０． ００２
（０． １１）

本科∗年龄
－ ０． １２５∗

（ － １． ７５）
０． ０６４∗∗∗

（５． ８５）
０． ０５７∗∗∗

（４． ０６）
０． ０７６∗∗

（１． ９９）

研究生∗年龄
０． ０７９∗∗∗

（２． ７４）
０． ０８９∗∗∗

（２． ８３）

大专∗２０１７ 年
０． ４０３
（０． ３０）

－ ０． １３２
（ － ０． ６９）

０． １９４
（０． ８０）

－ ０． ６４４∗

（ － １． ７２）

本科∗２０１７ 年
－ １． ７２６

（ － １． ３８）
－ ０． ２８６∗

（ － １． ７２）
－ ０． ０９６

（ － ０． ４６）
－ １． ００９∗∗

（ － ２． ２０）

研究生∗２０１７ 年
－ ０． ３８９

（ － ０． ９２）
－ ０． ３３５

（ － ０． ７４）

年龄
０． ９４６∗∗∗

（４． ０８）
０． ９９７∗∗∗

（２２． ７５）
０． ９８０∗∗∗

（１５． ５２）
０． ８７５∗∗∗

（１４． ６７）

年龄的平方
－ ０． ０１１∗∗∗

（ － ３． ６１）
－ ０． ０１２∗∗∗

（ － ２０． ８０）
－ ０． ０１２∗∗∗

（ － １４． ４５）
－ ０． ０１０∗∗∗

（ － １２． ９３）

婚姻状况
２． ７０７∗∗

（２． ２６）
１． ９５４∗∗∗

（１３． ３５）
２． ０００∗∗∗

（１１． ００）
１． ８３１∗∗∗

（８． １２）

农业户籍
０． ３８９
（０． ８４）

０． ９９０∗∗∗

（１３． ６６）

党员
－ ２． ３２２∗∗∗

（ － ２． ８８）
－ ０． ０９８

（ － ０． ９４）
－ ０． ０５８

（ － ０． ４９）
－ ０． ６８２∗∗

（ － １． ９８）

民族
－ ０． ９３０

（ － １． ４７）
－ ０． ０１１

（ － ０． ０８）
－ ０． ３６３∗∗

（ － １． ９７）
０． ３４８∗

（１． ７３）

宗教信仰
－ ０． ４２６

（ － ０． ９０）
０． ３４３∗∗∗

（３． ２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

０． ５９４∗∗∗

（３． ８４）

自评健康
０． ４０５∗

（１． ９２）
０． ００９
（０． ２４）

－ ０． ０１０
（ － ０． ２０）

０． ０５３
（１． ０３）

住房性质
０． ２５８
（０． ６４）

－ ０． ０２８
（ － ０． ４３）

０． ０８５
（１． ０３）

－ ０． １４６
（ － １． ３０）

工作性质
０． ３４２∗

（１． ７８）
０． ０６９
（０． ２１）

家庭经济水平
０． １６９
（０． ５１）

－ ０． ０２１
（ － ０． ４４）

－ ０． ０１８
（ － ０． ２８）

－ ０． ０００
（ － ０． 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０． ７２６
（１． ６１）

０． ０３６
（０． ５０）

－ ０． ０２３
（ － ０． ２５）

０． １２３
（１． ０７）

２０１７ 年
１． ０９４∗∗

（１． ９６）
０． ２７１∗∗∗

（３． １２）
０． １３７
（１． ０５）

０． ３７５∗∗∗

（３． ３２）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２７０ ０． ３１３ ０． ３０８ ０． ２８７
观测值 ２１８ ５５４７ ３６３６ ２１２９
　 　 注：①在体制内样本和农业户籍样本中，研究生数量仅有 １ 人和人，数量太少导
致参数估计结果不具有代表性，因此，回归时剔除了该变量及其交互项；②∗∗∗、∗∗、∗

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③括号内为 ｚ 统计值。

　 　 学历与年龄交互项中，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体制内样

本的参与估计结果同样不显著，
而在体制外样本中，各层次高等

教育与年龄交互项均对生育数

量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说明在

体制内，具有高等教育学历女性

与初中等学历的女性的生育水

平差异不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

有所减小；而对于体制外的女性

而言，情况则相反。
在学历与年份虚拟变量交

互项中，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

外样本，参数估计结果均不显

著，这说明人口政策放宽对于

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女性而言，
其生育水平均不存在明显学历

差异。
在控制变量中，年龄、年龄

的平方、婚姻状况均在 １％ 显著

水平上影响生育数量；户籍类型

和宗教信仰对体制外样本生育

数量的影响均在 １％ 水平上显

著为正，但对体制内样本无显著

影响；党员对体制内样本生育数

量的影响显著为负。
４． ２． ２　 户籍类型异质性

将样本划分为农村户籍和

城市户籍分别进行估计，结果如

表 ５ 所示。 各学历层次中，仅具

有本科教育对农业户籍样本的

生育数量存在 １％ 显著水平的

负向影响，但各层次高等教育对

非农户籍女性的生育水平存在

显著的负向影响。 在学历与年

龄交互项中，对于农业户籍样

本，仅本科与年龄交互项的系数

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

城市户籍样本中，本科和研究生

与年龄交互项的系数均在 １％
水平上显著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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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

东部 中部 西部

大专
－ ０． ５６４

（ － １． ０１）
－ １． ４０４∗

（ － １． ６４）
－ １． ８０７∗∗

（ － ２． ２５）

本科
－ ２． ２１０∗∗∗

（ － ３． ９６）
－ ３． ７２４∗∗∗

（ － ４． ９２）
－ ３． ７０９∗∗∗

（ － ３． １２）

研究生
－ ３． ３３９∗∗∗

（ － ２． ９５）
－ ４． １１１

（ － １． ０５）

大专∗年龄
０． ００３
（０． ２４）

０． ０１５
（０． ６４）

０． ０２４
（１． １７）

本科∗年龄
０． ０４６∗∗∗

（３． １５）
０． ０７６∗∗∗

（３． ６９）
０． ０７３∗∗

（２． ２９）

研究生∗年龄
０． ０７７∗∗

（２． ２５）
０． ０６２
（０． ５５）

大专∗２０１７ 年
－ ０． １８２

（ － ０． ７２）
０． １７４
（０． ４４）

－ ０． ５６３∗

（ － １． ３５）

本科∗２０１７ 年
－ ０． ４５９∗∗

（ － ２． １６）
－ ０． ４０８

（ － １． １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

研究生∗２０１７ 年
－ ０． ７１０

（ － １． ４８）
０． １１９

（ － ０． ０７）

年龄
１． ０５８∗∗∗

（１５． ６６）
０． ８６１∗∗∗

（１０． ３９）
１． ０７０∗∗∗

（１２． ３２）

年龄的平方
－ ０． ０１３∗∗∗

（ － １４． ５３）
－ ０． ０１０∗∗∗

（ － ９． ３４）
－ ０． ０１３∗∗∗

（ － １１． ３１）

婚姻状况
２． ０３２∗∗∗

（１１． ２０）
２． １７８∗∗∗

（５． ７５）
１． ４３９∗∗∗

（４． ４７）

农业户籍
０． ９７１∗∗∗

（９． ３８）
１． １０２∗∗∗

（８． １４）
０． ９３０∗∗∗

（６． ２７）

党员
－ ０． ０６４∗∗

（ － ０． ４７）
－ ０． ３５３

（ － １． ６３）
－ ０． ０４０

（ － ０． １７）

民族
０． ２９５
（１． ５５）

－ ０． ２９１
（ － ０． ７６）

－ ０． ３７６∗

（ － １． ８４）

宗教信仰
０． ２３４∗

（１． ６８）
０． ６１９∗∗∗

（３． １４）
０． １４１
（０． ６０）

自评健康
０． ０８９∗

（１． ７８）
０． ００７
（０． １１）

－ ０． ０９７
（ － １． ３３）

住房性质
０． ００７
（０． ０８）

－ ０． ０４７
（ － ０． ３９）

－ ０． ０７８
（ － ０． ５６）

工作性质
０． ４７９∗∗

（２． １４）
－ ０． １２０

（ － ０． ４１）
－ ０． ０６２

（ － ０． １９）

家庭经济水平
－ ０． ０３１

（ － ０． ４６）
－ ０． ００９

（ － ０． １０）
０． ０２２
（０． ２２）

２０１５ 年
０． ０８８
（０． ９０）

－ ０． ０９０
（ － ０． ６６）

０． １１５
（０． ７２）

２０１７ 年
０． ４２７∗∗∗

（３． ３７）
０． ０２６
（０． １７）

０． ３６９∗∗

（２． １４）
省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３００ ０． ２８６ ０． ３０２
观测值 ３１００ １４９３ １１７２

　 　 注：①在分样本中，西部地区仅 １１ 人有研究生学历，数量较少不具有代表
性，因此，回归时剔除了该变量及其交互项；②∗∗∗、∗∗、∗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③括号内为 ｚ 统计值。

　 　 在学历与年份虚拟变量交互项

中，对于农村户籍样本，大专与 ２０１７
年交互项和本科与 ２０１７ 年交互项的

系数分别在 １０％ 和 ５％ 水平上显著

为负。 而城市户籍的样本中，各学历

层次与年份交互项的系数均不显著。
这说明人口政策的放宽，对农村户籍

的女性存在显著的学历差异，其中，
相较于初中等学历群体，人口政策调

整大专和本科学历女性生育潜力的

释放作用更小；而对城市户籍的女

性，人口政策调整对女性生育潜力的

释放不存在显著的学历差异。
在控制变量中，年龄、年龄的平

方、婚姻状况依旧显著影响生育数

量；民族对农村户籍样本的生育数量

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非农户籍具

有显著抑制作用；宗教信仰对农村户

籍样本生育数量的促进作用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但对非农户籍无显

著影响。
４． ２． ３　 区域异质性

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

区域进行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６ 所示。 三大区域中高等教育对女

性生育数量也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影

响且随学历层次提高而增大的特征。
从横向比较来看，相对于东部而言，
中部和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对女性的

生育水平基本上具有更大的抑制作

用。 本文猜想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可能在于：（１）东部地区劳动力市场

中对女性生育保障制度更完善，使得

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较低；（２）东部

地区社会性别观念更加开放，相对于

中西部地区，男性承担了较多的家务

劳动，从而减轻了女性生育后的家庭

负担。
在学历与年龄交互项中，东部地

区本科、研究生与年龄的交互项对生

育数量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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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西部地区中，仅本科与年龄交互项对生育数量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在学历与年份交互项中，仅东部地区

本科与 ２０１７ 年交互项的系数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生育政策的放宽对东部地区本科学历女性的生

育潜力释放作用相对更小。

表 ７　 高等教育对生育数量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机会成本效应 性别认同效应

劳动收入（１） 生育数量（２） 性别认同（３） 生育数量（４）

大专
０． ７６２∗∗∗

（９． ５４）
－ ０． ６００∗∗∗

（ － ６． ６０）
０． ４５１∗∗∗

（６． １１）
－ ０． ６６４∗∗∗

（ － ７． ３３）

本科
１． ２１９∗∗∗

（１４． ３０）
－ ０． ８０６∗∗∗

（ － ８． ３９）
０． ５２３∗∗∗

（６． ８２）
－ ０． ９４３∗∗∗

（ － １０． ０２）

研究生
０． ２９６∗∗∗

（８． ６２）
－ ０． ９２２∗∗∗

（ － ４． １８）
０． ４９０∗∗∗

（３． ０１）
－ １． １５６∗∗∗

（ － ５． ２７）

劳动收入
－ ０． ４０４∗∗∗

（ － ８． １３）

性别认同
－ ０． ０９７∗∗∗

（ － ３． ９９）

年龄
０． ２９６∗∗∗

（８． ７２）
１． ０６１∗∗∗

（２４． ５８）
－ ０． １００∗∗∗

（ － ３． ６１）
１． ０２０∗∗∗

（２３． ９１）

年龄的平方
－ ０． ００４∗∗∗

（ － ８． ０７）
－ ０． ０１３∗∗∗

（ － ２２． ２３）
０． ００１∗∗

（２． ５０）
－ ０． ０１２∗∗∗

（ － ２１． ５８）

婚姻状况
－ ０． １３７

（ － １． ３５）
１． ９０８∗∗∗

（１３． ６６）
－ ０． ２５２∗∗∗

（ － ２． ９２）
１． ９１５∗∗∗

（１３． ５８）

农业户籍
－ ０． ３３５∗∗∗

（ － ５． ４１）
０． ９５９∗∗∗

（１３． ５１）
－ ０． ３４３∗∗∗

（ － ５． ９５）
０． ９７３∗∗∗

（１３． ６６）

党员
０． ４０９∗∗∗

（４． ４１）
－ ０． ０３１

（ － ０． ３０）
０． ２９９∗∗∗

（３． ０６）
－ ０． ０６３

（ － ０． ６２）

民族
－ ０． １４６

（ － １． １０）
－ ０． ０５２

（ － ０． ４０）
－ ０． ０１４

（ － ０． １２）
－ ０． ０４６

（ － ０． ３６）

宗教信仰
－ ０． ３８５∗∗∗

（ － ３． ８０）
０． ２６４∗∗∗

（２． ６０）
－ ０． １７４∗∗

（ － １． ９８）
０． ２９３∗∗∗

（２． ８４）

自评健康
０． １４５∗∗∗

（４． ２９）
０． ０３６
（１． ０４）

－ ０． ０１５
（ － ０． ４６）

０． ０１７
（０． ４９）

住房性质
０． ２８４∗∗∗

（４． ７４）
０． ０４０
（０． ６４）

０． １０７∗

（１． ９１）
０． ０１５
（０． ２４）

工作性质
－ ２． ２７４∗∗∗

（ － ９． ９０）
－ ０． ０１６

（ － ０． １０）
－ ０． ２２６∗∗

（ － ２． ０１）
０． １５８
（１． ００）

家庭经济水平
０． ５９４∗∗∗

（１３． ２６）
０． ０８８∗

（１． ８５）
０． ０４２
（１． ０９）

０． ０１９
（０． ４１）

２０１５ 年
０． ４５２∗∗∗

（６． ７６）
０． １０２
（１． ４６）

０． ３５８∗∗∗

（５． ９７）
０． ０７２∗∗∗

（１． ０３）

２０１７ 年
０． ８６９∗∗∗

（１３． ２４）
０． ３１７∗∗∗

（４． ４７）
０． ８８９∗∗∗

（１４． ９４）
０． ２６３∗∗∗

（３． ７１）
区域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１８４ ０． ３０９ ０． ０４８ ０． ３０５
中介效应 ／总效应比重 １７． ６６％ ３． ３３％
　 　 注：①∗∗∗、∗∗、∗分别表示在 １％、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为 ｚ 统计值。

在控制变量中，年龄、年龄的

平方、婚姻状况、户籍类型均显著

影响生育数量；党员、工作性质对

东部地区样本数量分别存在显著

抑制和促进作用；宗教信仰对中部

地区样本的生育数量有显著促进

作用。
５　 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分析，高等教育可能

会通过提高机会成本和促进现代

性别认同观念的渠道抑制女性生

育。 本部分将在基准回归模型的

基础上，进一步检验这两种中介效

应是否存在。
表 ７ 列（１）结果显示大专、本

科和研究生学历对劳动收入的估

计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学历水平的增加能明显促进

劳动收入的提高。 由列（２）结果

可见，学历层次和劳动收入的估计

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负，且
各学历层次的系数（值为 － ０． ６００、
－０． ８０６ 和 －０． ９２２）绝对值均小于

基准回归模型（表 ４ 列（２））估计

系数 － ０． ６９２、 － ０． ９７７ 和 － １． １８５，
这验证了机会成本中介效应的存

在。 大专、本科和研究生的中介效

应占总效应的比分别为 １３． ２９％ 、
１７． ５０％和 ２２． １９％ ，由此可见，随
着高等教育学历层次的提高机会

成本中介效应也渐次增大。 平均

而言，高等教育的机会成本中介效

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 １７． ６６％ ，表
明高等教育可以通过促进劳动收

入使生育的机会成本增加而抑制

生育水平，假设 ３ 得到验证。
从表 ７ 列（３）可以看出，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对性别认同观念的影响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

教育促进了性别认同观念的现代化。 列（４）结果显示，学历层次和性别认同观念对生育数量的影响均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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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上显著为负，且各学历层次的系数（值为 － ０． ６６４、 － ０． ９４３ 和 － １． １５６）绝对值均小于基准回归模型的估

计系数（ － ０． ６９２、 － ０． ９７７ 和 － １． １８５），表明性别认同观念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大专、本科和研究生的中介

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分别为 ４． ０５％ 、３． ４８％和 ２． ４５％ 。 平均而言，高等教育的性别认同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比重为 ３． ３３％ 。 这说明教育可以通过促进性别认同观念的现代化对生育水平产生一定抑制作用，假设 ４ 得

到验证。
以上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可以通过机会成本效应和性别认同效应机制抑制生育水平。 通

过比较两个中介效应的大小可以看到，机会成本效应比性别认同效应起到更大的中介作用，因此，高学历女

性生育水平低主要源于被动放弃而非主动选择。
６　 稳健性检验

本文关键自变量为高等教育，为避免因测量和操作化可能造成的结果偏误，进一步对个体所受教育划分

为“高中及以下”和“大专及以上”两类，将后者视为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进而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８ 所示。 从表 ８ 列（１）的总效应中可以看到，相比于“高中及以下”样本，“大专及以上”样本的

生育数量在 １％水平上显著降低。 列（２）和列（４）显示高等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劳动收入和性别认同观念现

代化。 计算得到的机会成本效应和性别认同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 １６． ２５％ 和 ３． ７３％ ，与上文的

１７. ８０％和 ３． ３７％比较接近。

表 ８　 两分类变量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总效应 机会成本效应 性别认同效应

生育数量（１） 劳动收入（２） 生育数量（３） 性别认同（４） 生育数量（５）

教育程度
－ ０． ８３１∗∗∗

（ － １０． ８０）
０． ９８２∗∗∗

（１４． ２７）
－ ０． ６９６∗∗∗

（ － ８． ８６）
０． ４８４∗∗∗

（７． ７１）
－ ０． ８００∗∗∗

（ － １０． ３４）

劳动收入
－ ０． ４１５∗∗∗

（ － ８． ３６）

性别认同
－ ０． ０９８∗∗∗

（ － ４． ０２）
区域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３０３ ０． １８１ ０． ３０９ ０． ０４８ ０． ３０４
中介效应 ／总效应比重 １６． ２５％ ３． ７３％
　 　 注：①∗∗∗、∗∗、∗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②括号内为 ｚ 统计值；③回归模型中
同时控制了人口学特征变量（年龄、民族、婚姻状况、户籍类型、宗教信仰、政治面貌、自评健康），社
会经济地位变量（住房性质、工作性质、家庭经济水平）和年份虚拟变量，限于篇幅，此处未列示。

考虑到机制分

析中可能存在双向

因果的内生性情况

和模型的适用性问

题，本文进一步检验

中介效应是否显著

及其大小是否稳健，
因此使用 Ｚ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检

验 法① （ Ｉａｃｏｂｕｃｃｉ，
２０１２）和 ＫＨＢ 效应

分 解 法 （ Ｂｒｅ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 进 行 检

验。 首先，Ｚ 统计量

计算结果显示，对于机会成本中介效应，大专、本科和研究生的 Ｚ 统计量分别为 － ６． １４、 － ７． ０３、 － ５． ４２；对于

性别认同中介效应，大专、本科和研究生的 Ｚ 统计量分别为 － ３． ３４、 － ３． ４４、 － ２． ３７。 两类中介效应的 Ｚ 统计

量均小于 － １． ９６，表明两类中介效应均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 其次，利用 ＫＨＢ 效应分解法得到的检验结果

显示，大专、本科和研究生的机会成本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分别为 １２． ９８％ 、１６． ５６％ 、１９． ６５％ ，与表 ７ 中

的实证结果（１３． ２９％ 、１７． ５０％ 和 ２２． １９％ ）比较接近，性别认同观念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分别为

４. ２８％ 、３． ５８％和 ２． ７５％ ，与实证结果（４． ０５％ 、３． ４８％和 ２． ４５％ ）同样比较接近。
综上，可认为机制分析结果较为稳健。

① Ｚ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
Ｚα × Ｚβ

Ｚ２
α ＋ Ｚ２

β ＋ １
＝

α
Ｓα

× β
Ｓβ

Ｚ２
α ＋ Ｚ２

β ＋ １
，其中，α 为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系数，β 为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系

数，Ｓα、Ｓβ 分别为系数 α 和 β 的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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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论证教育对女性生育水平的影响机制和作用途径的同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并基于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四次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数据使用有序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女性接受高

等教育能够显著抑制其生育水平，这种影响随学历层次的提高而增大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等教育对女性生育的影响存在工作性质、户籍类型和区域异质性。 具体表现

为：（１）高等教育对于体制外和城市户籍的女性的生育数量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随学历层次的提高而增

大，并且随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减弱；在农村户籍样本中，仅本科教育对女性的生育水平的影响表现出相同特

征；而对于体制内样本而言，高等教育对女性生育的影响并不显著。 在区域比较中，相对于东部地区，在中部

和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对女性生育的抑制作用更大，并且仅对于本科及以上学历群体而言，这种影响随年龄的

增长而有所减弱。 （２）生育调整放宽对女性生育潜力释放作用的学历差异并不明显，仅对农村户籍和东部

地区样本中，与初、中等学历相比，具有本科学历的女性的生育潜力释放作用更小。
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高等教育除了会直接影响女性生育数量外，还会通过提高机会成本和促进性别认同

观念现代化两种途径降低女性的生育水平，且前者的影响远大于后者。 因此，本文认为高等教育主要通过机

会成本途径影响女性生育，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女性的生育水平低更多是出于被动选择。 基于此，本文认为

提高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女性的生育水平应着眼于降低生育成本、帮助女性从生养和抚育劳动中解放出来。
故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保障育龄女性的劳动权益，政府应采取政策倾斜引导用人单位建立职业配套鼓励机制。 根据实际

情况建立育儿设施，推进弹性工作制，实施育龄女性及其配偶的带薪（陪）产假等制度来缓解女性在家庭与

工作之间的矛盾，帮助女性在生育期和哺乳期间平稳过渡，减轻女性生育的心理成本。
第二，政府应完善相应配套服务与设施使生养抚育“社会化”，在公共资源服务上为女性提供更多优质

的妇幼保健资源，建立健全托幼服务体系，推动优化托幼服务业的发展，加快制定行业标准与管理体系，培育

高素质职业服务人员，从而帮助女性在产后更快、更安心地返回职场，进而减少女性生育的经济损失。
第三，以社区或家庭为单位开展组织和宣传，发展健康科学的婚姻关系和生养育观念，在尊重个人意愿

的基础上改善女性对生育的认识，鼓励男性更多地参与养育子女和家务劳动，与女性共同分担照料子女的责

任，同时也鼓励家庭隔代照料等方式缓解女性的育儿压力，从而降低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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